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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
姻郭齐勇

今天我们处在更大的文化交流的时代，因此
一定要有文化自觉，深入开展文明对话。文化自
觉是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前提。我们首先要认
识与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而尊重其他文明传
统，这样才有益于自身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及世界
各民族文明的相互理解、对话、交流与互动。费孝
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其意
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
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
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
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
选择的自主地位”。有自知之明，才有知人之明。

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消化、吸收不同
的宗教、文化，形成新的文化，这一文化比较平易
合理，平和而有理性，有不走向偏激与迷狂的中
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动态平衡统一之道。

中华历史、民族、文化是统一的。经过五千年
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中华各民族形成了相对
一致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
格。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

念，中华民族的这种历史传统，是维系和谐的润
滑剂，是自强不息的原动力。

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其全部体系中有
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为本位，以人文为中心。
传统礼乐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与宗教相
对立。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强调教化，重视人文教
育。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
道德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不与
自然相对立，不与科学相对立。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
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华
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
界的独特觉识、“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
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
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
与性命之间的隔阂。

重新发现中国，需要我们探讨古代天、地、
数、医、农学之奥秘。

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
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其实还
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

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
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算盘、茶叶等，诸多
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贡献给全人
类，起着改变世界的作用。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的行政、司
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

（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
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
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君
相制、三省六部制与监察制等，这些制度文明中
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
类文明的贡献很大。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
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
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等理念，成圣人
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
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
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以上制度文明与观念文明中的精华，曾获得
西方启蒙时代大家们的青睐与借鉴。历史上东学
西传，中国文化对西方，对莱布尼茨、沃尔夫、伏

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均有一
定的影响。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的忠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作为
黄金律写进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后来又写
进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价值观
对世界的贡献与影响。

儒家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当下的个人、社
群、自然、天道的调整及其和谐化。“仁爱”学说
可以与“博爱”沟通，“爱有差等”是一种实践智
慧，恰可以达成普遍的爱。在终极性的信念信仰
之下，“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推恩”“推爱”“成
己成人成物”的理念，为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人、人之身与心的冲突提供了实践进
路。儒学的交往理论对文明对话有着某种有益的
启示。儒家所讲的孝悌、仁爱、忠恕、诚信、礼义、
廉耻等道德对我们重新建构和落实现代社会的
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儒家修身学说
对今天的君子人格的成长与心理调节等方面有
其现代意义。仁德、忠恕等，是走出自我，走向他
者，走向社群、国家、天下的精神与德性，具有普
遍价值。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全球化理论难题观察：
差异即对话
姻金惠敏

学术速递

傅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赋的起源和文体的形成，有源于

楚辞、源于六诗、源于纵横家文、源于
诸子等各种不同说法，学术界根据汉
代辞赋作品的不同体制，区分为骚体
赋、大赋、小赋等类别，又据时代先
后，以骚体赋最早产生，渐渐影响到
大赋的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赋的
起源，其实混淆了赋文体产生的历史
时段，因而对汉代辞赋出现的不同面
貌，不能提供合理的历史依据，故解
释也就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说明赋
文体发展的历史途径。经过对历史材
料的梳理可知，在赋文体建立的过程
中，楚辞的影响其实很晚，到汉武帝时
才由南方传到北方，经过由南入北的
辞赋家如枚乘等人的努力，以楚辞体
与北方流传的以铺叙风物为特征的杂
赋结合起来，遂在枚乘、司马相如等人
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文体———大赋。

———《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
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8（5）

汪正龙（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历史和文学都是人类自我认识的

一种方式，这是文学与历史深层的契
合点。对历史的表征和对历史的判断
构成文学与历史关系的两个层次。但
是文学对历史的表征与判断不限于历
史学的对象，还涵盖了民族与人类共
同体的命运。文学提供了实是人生、
应是人生、虚拟人生的多重图景，蕴含
了对文学是什么和人是什么的双重思
考，包含了文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张
力与矛盾，这是文学对历史的突破与
超越，也是文学的永恒魅力所在。文
学批评中的“文（诗）史互证”把文学
的可能世界纳入现实世界的框架内进
行对照比勘，对文学研究固然不可或
缺，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
兼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载《文学评
论》，2018（6）

肖朗（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宇
亮（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 16 世纪末起，弗兰西斯·培根
围绕“将青年导向德性”这一主题逐步
阐发并不断丰富其青年教育思想。在
发扬光大古希腊罗马人文主义思想传
统的基础上，培根运用官能心理学的
分析视角，将青年的道德教育转化为
理性、想象、意志、情感和欲望等多种
心理活动的互动过程，并把这一时期
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学院开展的集体教
育视为青年教育的理想模式。在具体
论述青年道德教育问题时，培根分析
和界定了青年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详
细阐释了“将青年导向德性”的多种教
育途径和方法。系统梳理培根的青年
教育思想，不仅有助于学界重新认识
培根青年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和贡
献，深化理解西方教育史上的青年教
育问题，而且对当前我国加强对青年
心理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
上开展对青年的道德教育也不乏借鉴
价值。

———《“将青年导向德性”：培根青
年教育思想新探》，载《浙江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

肖峰（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教授）：

“工作”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在人工智能引发的社
会问题中，对其可能取代人的工作从
而使人沦为“无用阶级”是目前最令人
担忧的后果。从技术进步必然带来新
的分工之历史视野看，“软工作”将是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工作新方式，是
消除了工作与休闲二元分割且更具人
性意义的新型工作形态，也使得工作
的含义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并催
生一种从高于具体科学视野对其审度
和探析的“工作哲学”，它将有助于我
们自觉主动地设计和开发各种软工作
形式，促进人工智能社会和谐有序地
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工作”含义
的哲学探析———兼论“软工作”的意义
与“工作哲学”的兴起》，载《中国人民
大学学报》，2018（5）

陈乔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春秋时代的“义勇”观念皆与广义

的君臣之义有关，可分为三类：其一，在
主君蒙难时不顾个人安危而主动趋君
之难；其二，在被卷入乱臣贼子叛乱而
受到后者威逼利诱时严守“义利之辨”
并守死善道；其三，在家国、忠孝、公私
发生冲突时，先履行家庭义务或克服个
人性情，然后以死成全公义。就“义勇”
的内涵而言，“勇”与期死相关，但它必
须指向“义”的价值。“义”在此具有比较
明显的义务性，有不得不为之意。这种
义务观念起初或出自习俗与礼制，但越
来越内化为主体的内在德性与品格，具
有自主自愿的性质。

———《春秋时代的义勇观念及其
道德精神》，载《哲学动态》，2018（10）

栏目主持：韩天琪

我们曾经说过，全球化就是对话，这不难理
解，那么作为反全球化的差异化也归属于对话
吗？对此，本文将通过对差异的思想史旅程，尤
其是 20 世纪西方差异话语的梳理、分析和批判
予以大纲式的理论回答。

差异的思想史旅程

对“差异”的关注和思考在中外思想文化史
上可谓源远流长。如果说其“主文本”是同一和
主体，那么差异和他者则构成了其“副文本”。前
者的历史有多久，后者的历史就有多久。任何主
体性或主体意识的诞生都必须以他者性为其食
粮，为其镜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反过
来说，没有他者就没有主体。

我们先来梳理和品鉴一下中国的“差异”思
想史。孔子早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

（无）也。”（《论语·八佾》）其后，孟子更明确、坚
定地申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
也。”（《孟子·藤文公上》）至汉代《春秋·公羊
传》则形成一个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
而外夷狄”的结构或模式。这就是在中国思想史
上极为著名的“夷夏之辩”。应该说，中国自古便
在“差异化”中构建和强化自己的身份、地位。

如今“夷夏之辩”并非烟消云散，与我们不
再相关。实际的情况是，它自 1840 年的鸦片战
争起，摇身一变为“中西二元对立”思维。但大相
径庭的是，如果说从前的“夷夏之辩”洋溢着华
夏民族的中心感和优越感，那么“中西二元对
立”（如中学西学之辩）思维则更多地包蕴着在
西方列强面前的挫败感，以及受挫之后的奋起
抗争，但这抗争的极限也不过是达到“夷夏二分
天下”的地步。

随着中国作为全球政治经济大国的崛起，
以及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这种“中西二
元对立”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已显得老态龙钟、举
步维艰。究竟如何与时俱进地修正这一陈旧的
思维，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对当代各种
主张“差异”的话语进行归类研究，深入分析，考
验其在理论上，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得失，以寻
求一种新的理论可能。

与中国相类似，“差异”话语在西方也是源
远流长。根据美国学者萨克森豪斯的研究，古希
腊人“惧怕差异”，作为这一情绪的思想表现，
有前苏格拉底哲人对逻各斯的尊崇，同时对感
官的贬抑，因为后者只会使人看到现象的杂
多，前者则使人能够把握整体、获得知识。至于
后来的柏拉图，其“理念论”固然体大虑精，不
像前苏格拉底们那么简单、零散，但往其深处
探查，则仍不过是这一人类原始的恐惧情绪的
表现，或者，尝试克服此情绪的努力。或许萨克
森豪斯讲得不错，即便哲学本身的诞生都是

“恐惧差异”的结果。如果我们相信怀特海的
话，整个西方哲学史无非柏拉图的注脚，那么
我们或许可以接着说，西方哲学自始以来一直
缘于对“多”的恐惧而永不消停地解决其与

“一”的关系问题。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精神高歌猛进，所向披

靡。“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外部世界被人的理
性能力所整合（康德），被纳入“绝对精神”的范
畴（黑格尔），如吉登斯所看到的，现代化就是消
灭差异和他者，让芜杂的、异质的世界服从于认
识的训诫。但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反进程，作
为现代性文化的反文化，对差异和他者的伸张
和建构也同样波谲云诡、摧嗺而成观。茨维坦·
托多罗夫上世纪 80 年代的著作《我们与他人：
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阅览和评点了
18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两百年间，法国 15 位思
想家关于普遍主义、相对主义、种族、民族、异国
情调以及人文主义的论述和主张，其核心论题
即是如何处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借自于
巴赫金的“对话”既是本书的写作方法———他让
同一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对话，也在不同的作者
之间建立对话，以及他本人以对话的方式介入
和穿梭于这些对话之间———也是作者在面对文
化多样性和差异性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20 世纪西方差异思想的四大板块

20 世纪是差异思想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
世纪。其间出现了以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
利奥塔、梅洛·庞蒂、利科、列维纳斯、布伯、西
苏、伊丽格蕾、哈贝马斯、南希、霍尔以及拉鲁埃
尔等为代表的一流思想家。对其差异思想的研
究也日见其多，例如托德·梅著 《重审差异》

（1999），彼得·阿特顿等所编文集的《列维纳斯
与布伯：对话与差异》（2004），洛克·格勒著《拉

鲁埃尔的差异哲学》（2013），以及一些专题读本
如道格拉斯·邓克尔选编的《差异哲学：当代大
陆思想读本》（2001）等。当然，“差异”也顺理成
章地进入各种当代术语词典或术语研究丛书，
而且日益流行：“其他的术语来来去去，而差异
却总在那儿。与其他术语限于某一特殊的批评
视角或方法不同，差异被应用于几乎所有的文
学研究部类，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超出了文学
研究领域。”

借鉴学术界已有的观察，我们认为 20 世
纪西方最值得研究的差异性话语有四大板块：
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差异话语、德国企图消弭差
异和他者的主体间性话语、受后结构主义影响
的英美后殖民主义差异话语、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全球化研究中的差异话语。此外，还有两
个重要的板块———女性主义和消费主义（例如
波德利亚的差异性消费话语体系也不容忽
视）。以下拟从对话主义的角度对前三个板块
予以简单的述论。

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差异话语

反对“对话”、将“差异”推入极端的理论主
要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利奥塔、
德勒兹、列维纳斯、伊丽格蕾等。德里达使用“延
异”概念，将意义永远地放逐在时间和空间之
外，虽然有人如伊格尔顿和杰姆逊辩护说，德里
达的解构仍有一个所指的设定，但由于其永远
是无限远的，故而指意或所指在他终究是不可
能的。其对阐释和对话的怀疑尖锐地表现在
1981 年他与伽达默尔在巴黎歌德学院的相遇
和所谓的“论争”上。利奥塔在对“歧异”和康德

“崇高”概念的论说中，认为思维、宏大叙事不可
能呈现“事件”（已经发生的事情）、“差异”和“异
质”，它们均超出了“描述”的界限。德勒兹在其

《差异与重复》（1968）中认为，“重复”不是西方

哲学传统中的“同一性”，而是“差异”自身的差
异化活动，是事物自身的绽开，是他者的生成，
是自我的“解辖域化”，这也就是说，“差异”逃避
了理性的规约，在其之外独立运行。列维纳斯的

“他者”是绝对的他者，是不可理喻的绝对存在，
人类之间固然可以“面对面”，但我们无法深入
交流、彼此分享。这些都是拒绝对话的理论，然
而并非毫无道理，它们特别突出了对话各方作
为个体存在的不可穷尽性，对话总是有所隐蔽
的、有所保留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对话就总是
处在未完成状态即动态之中。

德国：主体间性话语

如果说 20 世纪德国哲学不是对话主义所
可概括的，但也至少可以说其主流是支持对话
理论的，包括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伽达默
尔的对话解释学、胡塞尔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
性理论等。海德格尔“本体论差异”首先说的是
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差异。存在是无差异的，当
存在发生为存在物时，差异便出现了。简言之，
差异即发生。第二，人是存在物的一种，人之作
为存在物的差异，不但是相对于作为其本源的
存在，更来自于与其他存在物之间的关系，这就
是海德格尔关键词“此在”的本义。

而如果说“存在物作为如此的存在物与存
在的区别依然是被遮蔽”的话，那么“人本身在
其他存在物之中[则]出显为一个存在物”。没有
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人之作为存在物就不可
能独具并出显其差异。这也就是说，差异即关
系。“但是”，海德格尔旋即警告，“此在”即“这
一‘在世之在’原初上并非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它意指一种本体论的关系，而非传统上所以为
的认识论关系，因而关系上的差异亦当归入“本
体论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深得海德格尔
真传的伽达默尔不说“我们对话”，而说“我们是

对话”，因为对话是我们的本体存在。伽达默尔
主张我们与他者对话。文本在存在的意义上与
我们自己相通，而它同时又是一种异在。阅读一
个文本就是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文本的他者
既是“真理”，也是“方法”。他者具有不可穷尽的
神秘性，而另一方面通过与他者相遇，我们自己
被认识、被扩大、被更新。伽达默尔将语言作为
解释学的一个核心论题，甚至可以说，语言的就
是解释学的，因为语言的本性就是对经验的共
享，就是对对话的预设；更进一步，我们原本即
是语言，或者反过来，语言即我们的存在。胡塞
尔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可以理解为一种
对话理论，而如果说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范式
的对话是本体论对话，那么胡塞尔和哈贝马斯
的范式则是认识论的。但是无论是本体论对话
抑或认识论对话，都忽视了为法国后结构主义
视为畏途的对话，在后者看来，完全的对话是不
可能的。我们的对话理论将是对德法两种范式
的综合和超越。

英美：后殖民主义差异话语

后殖民理论最有力的武器是差异性话语。
后殖民批评与全球化研究几乎同步兴起于上
世纪 80 年代后期，因而对全球化的本质及其
后果也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主要研究对象之
一。他们多从文化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同质
化等角度理解全球化，因而他们赋予自己为他
者、弱势群体发声和代言的神圣使命。霍米·巴
巴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移民、难民、非法打工
者现象，推举“本土世界主义”概念，反对“全球
世界主义”。斯皮瓦克在东西冲突中凸显印度
贱民、妇女所遭受的苦难，声张异质文化所独
有的书写方式，并试图用“星球性”纠正和取代

“全球化”。帕沙·查特吉要从普世现代性中独
立出“我们的现代性”，坚持本土现代性的特殊
道路。萨义德在其对东方学话语的批判中表达
了对于本真东方的期盼，其对欧洲中心论和西
方霸权不懈的批判成就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
斗士形象。但对于这些后殖民批评家来说，如
何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如何正确地界定差
异、异质和他者，进一步，如何将西方也纳入、
整合进一个更高级别的框架，如果不是他们的
盲点，也是他们的弱点。

需要声明，当我们批评法国理论以及后殖
民理论缺乏对话维度时，我们并不是说在他们
的理论中根本找不出对话的因子，或者对同一
简直视而不见，他们撕开给我们看的是对话和
同一的深度困窘和无奈。以德里达的“延异”概
念为例，它既是无限的差异化过程，也是无限的
追逐同一即同一化的运动，没有同一的声声召
唤，差异便会失去其差异化的动力。再如，当德
勒兹宣布差异乃事物自身的差异化展开时，他
无异于先已假定了事物自身的原初上的同一，
假定了自我同一的神的存在。与德里达的差异
相映成趣的是，如果说德里达的同一在遥远的
未来，那么德勒兹的同一则在遥远的过去。同一
是德勒兹以及德里达无法解构的形而上学。复
如，斯皮瓦克虽然意识到“知识必然压抑了差异
和延异，一个完全公正的世界会不可能的，它被
永远延宕并与我们的设想不同”，但她依然坚持

“我们必须冒险认为我们可以听见他者”。言说
他者，即使言说的是他者的不可言说性，就已经
是将他者带入言说，带入对话，由此他者便不再
是纯粹的他者了。

差异即对话

通过以上走马观花似的巡礼，我们权且提
出以下几个有待继续考量的评论。第一，差异或
许有本体论的根据，但只要有人尝试指出两个
事物之间的差异，这时差异就已经进入差异性
话语了。正如同一是先已假定了差异一样，差异
也是先已假定了同一。第二，一切差异性话语，
无论其如何标榜其“奇异性”、不可通约性，但都
是先已进入了对话，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对话，而
非将自己封闭起来，同时也拒绝外部世界和他
者世界。第三，全球化宣布了差异性话语在理论
和实践上的重重困难，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从
差异转入对话。第四，对话并不是要放弃差异，
而是将差异置于对话主义的“星丛”，在其中差
异既是话语性的，也是本体性的。一句话概括本
文的观点，差异即对话！

我们之所以选择对话主义，乃是因为单独
从同一或者差异出发，都无法解决全球化时代
的现实和理论难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
室主任，研究员）

通过对思想史上尤其是 20 世纪西方差异话语的梳
理、分析和批判，本文提出“差异即对话”的判断或命题。任
何对差异的标举，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属于对话，以
对话为目的，以对话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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